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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别中医中药》的讨论(四篇) 
 

摘要：针对张功耀教授《告别中医中药》一文的主要观点，这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和反驳，旨在表明：

中医药学具有自身的特质，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取消中医药学的提出，是妄

自菲薄的欠缺理性的偏狭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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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科学性不容诋毁 
 

张伯礼 
 

2006 年 10 月，张功耀教授发起了网上“取消中医”

活动，其荒谬的论述充满无知和偏见，所举例证不是

以偏概全就是信口说来。虽然他打着“科学”的幌子，

但通篇看不到一点科学论述的方法，缺少最起码的科

学素养。其核心的问题是“中医不是科学医学”。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

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和作用来源于社会实践，

服务于社会实践，同时也受到社会条件限制，不断接

受实践的检验。 
中医药学是一门产生于古代的应用科学，经过几

千年的临床实践检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

巨大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步被世界

人民所接受和欢迎，在人类保健事业中日益受到重视。

仅以我校为例，近十几年来，就有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千名留学生到我校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毕业后

他们在世界各地采用中医药方法为各国人民驱除病

痛，受到普遍欢迎。目前我校留学生有 1 200 余名在

认真学习中医药知识。古今中外，经千百年实践的检

验，无可置疑地证实了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性。正如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院士所说：现代科学同中

医实践相结合，如果能做明白的话，那将是不得了的。

中医真正搞清楚了，将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引起

科学革命。从这一点看中医理论是前科学，是要发展

的一门科学。 
中、西两种医学在文化背景、思维方法上确有不

同。中、西两种医学是站立在不同层次上认识健康的，

西医注重微观检测，中医重视整体观察。西医强调针

对病因治疗，中医讲究调整功能的平衡协调。但两种

医学都是实践的产物，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两者有

很强的互补性。近几十年实践已经证明，两者共存互

补，可以显著提高疗效，在中国有 75％以上的患者愿

意接受两种医学的治疗，也是例证。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她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

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

学中找到答案。如现代医学健康标准、医学模式和治

疗理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重视疾病到重视健康，

从治人的病到治病的人，重视生存质量和患者自我感

受，在防治战略上更重视疾病的预防，这些无不表明

两种医学哲学观更加趋近。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如重

视人和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以人为本，

形神统一，人体整体功能的平衡协调；注重预防为主，

“治未病”和养生保健；采用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

方法和以减毒增效为目的的复方治疗等，日益受到国

内外医学界普遍重视，投以大量人力、财力予以研究

和应用。如在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也建立了补充

与替代医学中心，对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各国传统医

学进行了广泛研究、评价和推广应用。 
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

略》中明确指出：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在全球获得

了广泛重视，在人类保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所以，卫生部发言人驳斥张先生的言论：“这是对历史

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言人说：“取消

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我完全赞成他们的观点。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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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实践视野中的中医学 
 

李建珊，乔文娟 
 
取消中医中药的呼声似乎渐行渐远，但由《告别

中医中药》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医存废之争，却受到了

各界学人的反思与关注。本文拟从科学划界中的中医

学、中医学的整体论方法以及中医学和实在论等方面

来探讨中医学的特质。 
 

一、从科学划界看中医学的科学性 
 
   科学划界指的是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做出区分，其

核心问题是：具体的划界标准是什么？在历史上，自

标准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大体上

经历了四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

相对标准、消解科学划界、以多元标准重建划界的问

题[1]。逻辑主义的划界标准是“经验”，即他们认为能

够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是科学，反之非科学。事实

上，中医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在我

国古代，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已经知道“筋骨瑟缩”不

适，就“为舞以宣导之”，这是历史记载的最初的体育

疗法；人们还把烧热的石头或砂土用植物茎、叶或动

物的毛皮等包裹后放在身体某些部位，以减轻或消除

因风寒邪气引起的关节痛，这是最早的“热熨法”。经

过反复实践和改进，人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医治疾病

的方法。古代传说的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

毒”[2]。我们现在的中医学知识正是在古人不断实践

的基础上流传下来的可以接受经验检验的知识。在这

个意义上说，中医理应纳入科学的范畴中。 
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划界的标

准也开始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其代

表人物是库恩。应该说，库恩的划界理论是从批判波

普开始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标准，

它说：“在检验与释疑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是更加准确，

也是更为基本的。”[3]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库恩提出了范式和不可通约的概念。范式指的是某一

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

在库恩看来，两个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而不

能够理性地比较他们的优劣和科学性。比如，中医药

学是一门与西方科学相对应的东方科学，两者不能采

用一个标准。中医学有自己的范式领域，这种范式是

在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体系得背景下形成的，它以阴

阳为骨，五行为血构成。中医应当置于中华文化中才

能够理解和解读。试图以一元标准(一种特征)来划分

科学与非科学，从而把中医学纳入非科学的圈子，这

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科学是一种复杂的东西，

不可能用一种特征来表明。况且，库恩认为，只有科

学共同体才是“释疑”的主体。中医科学与否，不是

一两个人说了就算的，中医的解释最终是由研究中医

的群主体来做出的。 
对于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科学哲学家发表了不

同的声音。但历史主义的提出，让哲学家们意识到，

科学不仅仅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存在，它同时还是一

个历史的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科学划界标准的消解。

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主张“怎么都行”。在他看来，科

学、巫术、占星术等等都应给与相同的机会和权利，

最后由社会大众决定。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

中，费氏列举了一个中医的例子。在西方科学传入中

国之初，厌倦了中医范式的中国人在一定范围内抛弃

了传统的成分，中草药、针灸理论受到嘲笑，西医被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人们发现了中医在很多

方面要比西方医学有着更好的诊断治疗方法。 
这样一种对科学划界标准的消解显然不能满足

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认知，在此之后，科学哲学家们

又提出了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包括加拿大科学哲学

家萨加德提出的三要素标准和邦格提出的十要素标

准。 
在没有引进西方医学之前，中医一直是我们与疾

病斗争的手段与工具，之后，也一直是。那么，应该

说，至少在中国，中医具有科学的品质和功能，也就

是说，中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在中国具有存在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 
 

二、科学实在论和中医 
 

当代哲学对实践的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海德

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实践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但

以往科学哲学，如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将理论理性和实

践理性截然分开，认为对理论理性的逻辑分析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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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的惟一途径，并把实践理性归入伦理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后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

在否定逻辑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未能将理论理性和实

践理性重新整合，从而对科学理性不可避免地采取了

怀疑主义态度，使得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日渐衰落。我

们承认，理性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

事实上，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既不

是理性主义的几何式演绎，也不完全是经验的描述和

归纳，而是实验与数学，理性和经验的统一。实验是

在理性指导下的实验，数学也不完全是与感性无关的

理性。数学是理性科学的基础，这是科技工作者的共

识。流传千古的“河图”“洛书”就是中国古代的数图。

《易·系辞》中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根据河图洛书，伏羲形成八卦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天文、地理以及生命活动等自然变化的规律。中

医经典著作《内经》中《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素

问·天元纪大论》阐述了河图数与藏府的关系，《灵

枢·九宫八风》则论述了洛书数在医学中的应用。而

中医的基本理论如三阴三阳，五藏序列则基于河图象

数。而正是在河图洛书的基础上，20 世纪诞生了震撼

人心的电子技术，其中的二进制正是阴阳作用方式的

数学表达。中医学在“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整

而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认为中医也完全不

是理性医学，因为“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

特征”，仅仅依据“完全形式化的推理”来判定科学与

非科学，显然是不可取的。 
至于一些学者提出中医非经验医学和非理性医

学的武断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种观点所依据的

是经验世界的存在和理性概念的经验还原性。这可以

归结为一个科学实在论的问题。科学实在论的焦点，

主要在于“理论术语”或者说“不可观察物体”是否

真实存在？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澄清科学实在论的

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首先“理论术语”是语言学上

的概念，它和“观察术语”对应；“不可观察对象”则

是本体论上的概念，它和“可观察对象”相对应。《告

别中医中药》一文指出：中医学不能称为经验医学，

在于中医的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比如太

阳、太阴，比如辛、甘、苦、咸、酸等等，认为它们

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但是，作为一个科

学哲学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同时也应该知道：在科学

研究的微观领域，原子、电场和光子等概念都是理论

术语，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也是不可观察的。宏观领域

也可能有理论术语或不可观察对象。比如剑桥大学的

霍金教授在《时间简史》中提到“黑洞”概念，这也

是理论术语。“由于黑洞的引力非常之大，会吸引任何

靠近的物体，甚至能够吸引光，所以无法让人直接观

察，属于不可观察的对象。”[4]而这些，我们知道，是

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用此，来排除中医的科学性显

然是不科学的。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中的理论术语

和观察术语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反实在论只承认理

论术语的工具意义，但否认其实在性。中医作为一种

地方性科学，既包含可以直接观察的概念，也包含不

可观察的理论术语。 
 

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医 
 

中医学的方法论就是整体论，是求“和”的过程。

中医以重视人体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为

其特征。中医的典籍著作《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

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而且《内经》还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

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

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

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形成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

感应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完整的理论和治疗

体系。整体观是中医的指导思想和特点之一，说明了

自然界的统一性，指出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与自然

界气候、季节等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养生健身还

是从辨证治疗学角度都十分重视自然环境因素。比如，

中医把人体看作一个小自然，自然界的规律也体现其

中，所谓“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寒热温

凉”等。中医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治疗使人体达到和

谐平衡的境地，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那些否定中国学术传统、否定祖国医学的人，不

仅对于科学史知之不多，而且也没有搞清楚科学的方

法论。西方医学从巫术中分化出来，后来出现三元素

理论，用合成的药物取代动物、植物、矿物药，其研

究方法为分析还原，在医学上体现为“解剖”，不重视

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与还原论的方法论原

则有关。哈肯指出：“生物学家从组织分剖出细胞，再

把细胞分解成诸如细胞膜和细胞核等组成部分，进而

又把细胞核拆成生物分子这种组成形式。”[5]在西方科

学技术的强势下，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出现

了：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全球气温上升、物种灭绝

等等。西方医学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病菌或病毒感染

造成的，治疗疾病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杀死病菌和病

毒。于是，抗生素的研制、生产极为发达。事实表明，

病菌和病毒对抗生素也会产生抗药性，因此，科学家

需要不断更新研制新的抗生素，而 20 世纪美国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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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某些癌症就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

然联系” 。20 世纪 50、60 年代迅速发展的杀虫剂由

于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循环往复地研制，最终结果是什

么？不仅消灭了害虫，还消灭了许多其他生物，如鸟

类、鱼类等等，并且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状况，毒害了

生物圈的食物链[6]。 
在 2002 年底到 2003 上半年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

SARS 这场全球性的疾病中，西医千方百计用显微镜

抓到了“冠状病毒”，然后寻找杀灭此病毒的方法，用

以防治；中医无法找，也不去找“冠状病毒”，只根据

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地理状况，与病人的征候表现，确

认是以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辩正论治，得到的效

果显著。中国大陆 SARS 患者的死亡率在全世界是最

低的，广州市由于采用中医治疗最早，死亡率在中国

大陆最低[7]。中医是医学，也是文化，它植根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地方性知识的科学观。它“吸收了库

恩的主张，即科学知识包含于：在缺乏一致解释时，

使用具体范例的能力之中；吸收了新经验主义者的观

点，即科学中技术控制的扩张并部依赖于对该控制所

作的理论解释的特定发展；也采纳了海德格尔德主张，

即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情境中的技能和实践，

对所有的理解和解释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8]。据此，

中医无疑是中华文明中极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科学知

识。 
如果说，中医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生物多样性存在

着破坏因子，那么西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

的分析还原的特征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全

球环境的满目疮痍，带来的是生物物种的不断绝灭，

带来的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威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难道还要告别中医么？ 
 

四、结语 
 
有学者说要用人道主义的名义来告别中医，我们

不妨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西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和美好

向往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麻烦和危害，对人类伦理

道德的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环境的破坏、道德的滑

坡、犯罪手段犯罪方式的层出不穷。如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发展就使人不用采取传统的偷窃、抢劫方式，通

过修改计算机程序可获取不义之财。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来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可能会破坏社会伦理秩序，

导致社会失范。现代科学还可以制造原子弹、导弹等

产生恐怖袭击的武器，为什么不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去

“告别”现代科学，告别现代科学的分支——西医，

而要“告别”长期为中国百姓服务的中医呢？！确实

是奇怪的逻辑。 
当西方科学发展到需要“合”(综合)的阶段，已

经感到自己古典的思想武器已经不够用，这个时候他

们想到了，要就面向东方、面向中国古典哲学，从中

寻找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武器。系统科学的产生应当说

就是东西方思想交融的产物。这就是所谓“东学西渐”。

西方人已越来越重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不仅中国的

一些知识如针灸等有用的东西被西方认识，中国的传

统哲学和整体论思维方式也越来越被西方重视，西方

人越来越重视中国东方文化。 
提出告别中医药的口号，我个人认为不是因为无

知，而是因为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该观

点从方法论上看，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中医药的否

定在哲学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因为它不懂辩证地

扬弃，也不懂得只有在继承基础上才能有突破和发展。

尽管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偏见在一定条

件下也可以刺激真理的发展。希望经过这次小小的风

波，可以促进中医中药研究者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

压力，为弘扬中国传统医学、促进管理部门体制改革、

促进传统医学的进步，做出无愧于我们民族、无愧于

我们祖先的贡献！使得忘记祖先的人无地自容。 
总之，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是差异很大

又彼此互补的两种研究思路。而且从历史和现实的视

角看，它们分别都有很多缺点和问题，我们既不能因

为西方科学技术制造了原子弹等杀人武器以及导致环

境、资源、生态、人口、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而

“告别”西方现代科学，同样也不能因为中医学由于

包括自身的和外部的原因没有得到迅速发扬光大，还

没有被国际科学界公认，而错误地提出“告别中医中

药”的口号。最近 200 多年来“西学东渐”是大潮流。

而“东学西渐”还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仍然有许

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不到西方人的认可。但是，如

果我们这几代人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努力挖掘传统科

学的精华，那么，“东学西渐”迟早也注定要成为强大

的世界潮流！ 
笔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我曾试

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

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

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

重要的贡献。”[9]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华文化精髓

之一的中医学必将鼓舞人们去征服新的高峰，在医学

和其他科学技术作出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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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中医药学需要科学与理性精神 
 

罗根海 
 

不久前，张功耀先生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等

系列文章，笔者认为，其中有许多失实和情绪化的东

西，值得把真实的史实告诉读者，以正视听。至于情

绪化的东西，亦应回归理性。 
评判中医药学需要科学与理性精神。科学是人类

与周围生活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理性的手段，因而显示

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

国家，因此中国古代先民是朴实的农业民族，“勤勉务

实”“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等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重视实践，遵从生活经验的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早

期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的特点。其中农学、医学、

天学、算学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

大核心科学。我们只能从中国科学史的大框架去看待

包括中国传统医药学在内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但遗

憾的是张功耀先生由于没有运用对科学评价的标准和

方法，因此连被众多科学家所肯定的中国早期科学特

点，也被抹杀。   
例如在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下，张先生说：“另有

一些人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

于科学化，而在于复古。可是，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

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可见张先

生是反对复古的。但紧跟着就用几个段落说明中国的

医学还不算古老，说：“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

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

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可见张先生对希腊医学还 
是主张越老越好的。张先生紧接着又说：“更何况，希

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Galen，131−201
年，公元 2 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 9 世纪）两次里

程碑式的发展。”如果张先生了解中国医学史的话，与

盖仑同时诞生的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建安 24 年，公

元 150−219 年），至于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是

不是里程碑式的，学术界自有定论。但我还要说的是

张仲景和盖仑，这两位恰恰是代表两种文化背景的同

时代的名医。张仲景是扁鹊的继承者，盖仑则是希波

格拉底的接棒人，可谓中西文化又一次的“交光互映，

和而不同”的巧合，不过张仲景对于中国医学，则有“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贡献。盖仑虽为西欧名医，却因过

分武断，自以为是，致使欧洲医术停滞不进，是故后

来欧洲有人评论说：“现代医学肇始于希波克拉底，而

盖仑则关闭之。”（注：所引原书将盖仑（Galen，
131−201A.D）汉译为格林）因此欧洲医学，一直到十

七世纪方才起步[1]。张先生连起码的事实都搞颠倒了，

还有什么资格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妄说 “中医一直没有

寻求到一条可以使其进步的道路”，有什么资格说从

尊重科学的名义断定中医学连经验医学都算不上。把

失实的东西塞进科学的论文，不是不严肃，就是有违

科学的道德。出于对科学家的尊重本不想谈以下的事

实，张先生说：“《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

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

地留下了包含 53 个医学主题的《希波克拉底文集》。”

实际是《希波克拉底文集》“共有七十篇文章，人们

倾向于认为，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他一人写的，可能汇

集了许多人的工作，但由于他生前已德高望重、名闻

遐迩，故都托他之名”[2]。  
中国传统医药学自古影响着世界健康文明。疾病

是人类最重要的民生之一，孔夫子曾经说他一生最重

视的就是“斋、战、疾”，即斋戒、战争和疾病。一

个重视疾病的国家怎么会不重视医学（疗）呢？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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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论文描述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不科学”

的医学理论指导下，在“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中服

用着污物、毒物、异物的药物维护健康和繁衍的。过

矣！当代著名哲学史、思想史专家张岱年先生说：“近

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

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

观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的消朽腐朽的方面，注意

观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是必要的，

对于这些不正常的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改革

的决心。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病态的堆积，

那么中华民族只有衰亡之一途了。”他说：“我们现

在，却更要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

的要素。”[3]  
从文化史的断代看，从秦汉至明末，是与印度文

化接触而触变的时期，从明末到民国时期是中国与西

洋文化接触而突变的时期，产生中西文化的碰撞、同

化和整合。在这两个时期，中外医学交流始终没有中

断，中国医学不仅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健康文明

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吸纳了外国医药学的东西，是一

种开放的医学。而张功耀先生的论文从头至尾当提到

西方的医药学文明时，则肃然起敬，尽一切所能去拔

高。而对于本民族的医药学，则自惭形秽、矮化、贬

低，甚至污蔑自己，正像有的专家所说《告别中医中

药》等文章没有理论体系，而“没有系统理论的‘流

行’只是一种‘情绪’的泡沫” 。这种现象倒是值得

思考，告别的不应是中医中药，而应是这种缺乏社会

责任和科学精神的情绪“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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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中医医理和药理的确定性 
 

肖照岑 
 

张功耀先生称，由于中医关于治病救人的医理和

药理不具备起码的确定性，使得这种仁术经常表现出

不仁的特征。 
医理、药理的确定性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正

确的理论来源于长期实践的观察和经验总结，又通过

临床疗效来证实理论的确定性。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与

疾病长期斗争的实践产物，是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

富临床经验的医学科学。历史上虽历经无数次战乱、

饥荒、疫病和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华民族仍得以不断

繁衍壮大，其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仁术”之称正是源于其治病救人的史实。幸好张功

耀先生尚知“仁术”的蕴意，但肯定其结论而否定其

论据的说法，实令人费解。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独具特

色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却被某些人谬成“装腔作势的

医理解释”。我们就以张功耀先生提出的 SARA 为例：

2002年底至 2003年上半年 SARA在全球的突然袭击，

使人类措手不及。SARA 是一种全新的瘟疫，西医投

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寻找病源，在对病原体未查找清楚

之前，难以进行直接对抗性的干预治疗，病势得以蔓

延，引起了世人的恐慌。中医学在这一新的疾病面前

显得有章可循，原因就在于不论病原体如何翻新，临

床表现与接触过的呼吸道疾病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

面可以按卫气营血或三焦辨证理论分析病理变化及其

发展规律，一方面综合气候、地域、时间等因素来预

测病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同是 SARA，不同的地区

可有不同的辨证施治方法。如广州地处南方，根据证

候及综合因素诊断为春温夹湿，分为四期进行诊治，

即：早期卫气同病；中期湿热蕴毒，邪伏少阳膜原；

极期湿热毒盛，瘀血内阻，耗气伤阴；恢复期正虚邪

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剂治疗，取得了全球最低死亡

率 3.1％的疗效。天津地处北方，作者曾作为天津市

SARA 中医会诊中心的成员参与治疗工作，结合天津

SARA 的证候特点，我们共同制定了《天津地区 SARA
中医药治疗技术方案》，认为病机是疫毒壅肺，湿痰瘀

阻，肺气郁闭，气阴亏虚。为此分为三期（即发热期、

喘憋期、恢复期）；五证（即邪袭肺卫、疫毒壅肺、肺

闭喘憋、气阴两虚、痰瘀阻络）进行辨证，提倡中医

药在各期均可介入，且各期均具有相对优势。通过 76
例患者的疗效观察，取得了中西医结合组有降低病死

率的趋势，并证实中西医结合组对恢复后的血氧饱和

度波动范围有明显的趋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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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 SARA 的最大优势是：不用等到明确病

原体后再用药，根据症状或证候群即可“辨证求因，

审因论治”，提出一套相应的治疗方法，并强调扶正透

邪，祛痰活瘀，以保护脏器，减少微循环障碍和组织

纤维化。 
据不完全统计，非典期间，内地确诊病例中中医

药参与治疗的占 58.3％，取得了明显的疗效。WHO
的统计数字是：全球共有 32 个国家共发现 8 400 多例

患者，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有 1 700 多例。全球

死亡率 11％，香港为 17％，台湾为 27％，中国大陆

为 7%，广州和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相近，产

生较大差别，就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而中医的治

疗中融合了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同病异治等特色体

系，这正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事实胜于雄辩，又有什

麽理由把功不可没的“辨证论治”方法说成是“装腔

作势的医理解释”呢？ 
建国 50 多年，中医学一直在发展、在进步，这是

不容否定的。中医在临床无论是对传染病，还是对各

系统疾病的治疗都取得显著的疗效，从对病毒性感染

性疾病，如流感、乙脑、流脑、流行性出血热、传染

性肝炎等传染病的防治成功，到内科各系统疾病，如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高

血压、冠心病、急性脑血管疾病及后遗症、急慢性肾

小球肾炎、泌尿系结石、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糖尿病、

甲亢、高脂血症、骨关节病以及对癌症的防治等，其

中中医药对疟疾、白血病的有效治疗已被世界接受；

在我国，对冠心病治疗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事

实证明，中医药不仅擅长慢性病的调理，也能用于治

疗急性病。并从临床报导，逐渐趋向方剂配伍，病理

及药理的实验研究，一些新方剂、新制剂的研究已达

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 
诚然，中医学与西医学有着根本差异。由于各属

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其治疗优势也各有所偏重。

西医虽然在器质性疾病的诊治、危重症的抢救及外科

手术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两者之间存在优势互补

的态势和趋势。 
张功耀先生的职业不是医生，可能因为身体健康

很少看病，或是根本没做过医疗市场供求状况的调查

研究，便不负责任地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檄

文”。我们作为长期工作在医疗战线上的中医师，经常

遇到的是这样的情况：患者因了解和相信中医药的疗

效主动来求医，也有因患急性病经西医治疗疗效不显

或转入慢性期，由西医主管医生建议转至中医去治疗。

中医通过辨证论治，运用调节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条

畅情志，疏通经络，扶正祛邪等方法使病情缓解以致

痊愈。例如临床常见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绝大多数

都经历相同的治疗过程，即在发热伊始，便到综合医

院去静脉点滴抗菌素、抗病毒药物，有的还加用激素。

结果是一部分患者仍反复发热，做各种检查均正常，

经济负担很大，却不能彻底痊愈，转来求治中医，经

我们运用辨证论治方法，辨别发热的原因是外感还是

内伤；是湿热还是阴虚、阳虚、气郁、血瘀等引起，

继而施以相应的治疗，往往收到显著的疗效。这样的

实例不胜枚举。我们认为，如果取消中医，实际后果

是剥夺人们自由选择医疗方式的权利，剥夺人们享受

祖国医学“瑰宝”效力的权利，剥夺人们保护健康和

生命质量的权利。 
张功耀先生还提出中药的运用问题。中药的临床

应用同样有章有法可循。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以毕生精力实地考察，结合临床实践，全面总结了明

以前的药物学成就，历经 27 年著成了《本草纲目》。

该书 52 卷，收药 1 892 种，附图 1 100 多幅，附方     
11 000 余首，每种药物均注明正名、释名、集解、正

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并考证了

过去本草学中的错误，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具有

很高的实用价值，是指导中药临床应用的经典著作，

已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

的卓越贡献。该书还特别将有毒与无毒药物区别开来，

把其中毒性中药 381 种设专篇介绍。此前成书于汉代

的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载药 360 余种，也早已按

有毒无毒、养身延年及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

中、下”三品，后来的著作中又逐渐总结出配伍用药

的“十八反”“十九畏”“妊娠禁忌”和“服药禁忌”

等注意事项。现行的国家药典将有毒的药物按程度分

别注明“小毒”“有毒”“大毒”。应当说相对西药的副

作用，中药不论从品种数量及程度上都低得多，这也

是中医能走向世界，被国外患者乐于选用的主要原因

之一。对古代文化遗产我们历来采取“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而张功耀先

生抓住一些未列入正式著作中、只在民间流传的、早

已被抛弃不用的东西来否定中药的治疗作用，是以偏

概全，有驳于事实，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又何以能标

榜自己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 
总之，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医理及有章法可

循的中药运用，均因临床疗效的验证而具有确定性和

正确性。中医药的实际疗效及带给人们的实际利益，

是中医药永久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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